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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标志。汪公每研究一个课题，都是从搜集资料人手。1949年前研究中国20世纪 30年代的国民收入 

和工业生产，主要的依据是 20世纪30年代初的那次，也是 1949年前唯一的一次全国普查资料。所以 

他的研究成果科学性强，十分珍贵。1949年后，汪公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也是先费几年的时间 

收集资料。1957--1958年，我学习中国近代工业史，读的资料中就有汪公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第2辑)，以及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工业部分所列出的统计资料。它们为我了解相 

关时期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状况和资料来源打下了初步基础。1961年我们在一起共事时，我曾请教过 

他，这些文献是从哪里得来的。他告知，上海是近代中外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中心，那里收藏的有关文 

献也最多，特别是在外国人管理的海关和外国传教士掌管的教堂，保存的档案和报刊比较齐全。该年 

冬，他接受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5／中的工业部分的任务，第二年，他再次赴上海收集资料， 

工作几个月。连同前次，共收集到有关中西文资料数百万字，可谓竭泽而渔。正是这种功夫，使他在此 

以后写的文章，资料详尽，内容充实，论述特别细密。由于有前人没有发现和使用过的新资料，仅仅是凭 

借资料作出的判断，就有新意。这种充实、细密和新意，成了他的论著特征之一。汪公一生所收集的资 

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遗产，是中国经济史学的财富，也是中华文化的积累。建议将这些资料 

妥善保存，若能整理出版，则善莫大焉。愚以为，这或许也是纪念汪公最好的形式之一。 

汪敬虞先生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 

线索”的特殊贡献 

刘克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经济史学大师汪敬虞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汪公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了60余载， 

废寝忘食，奋力开拓，教书育人，著述丰硕，桃李成林，无论学术研究，还是道德文章，都是我们学习的典 

范。汪公艰辛探索、确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曲折历程和特殊贡献，更是值得大书一笔。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中心线索”命题，最先是严中平先生提出来的。上世纪 60 

年代初，严老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的集体编写时，在编写组内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应该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条“红线”，并在组内外进行了长 

时间的讨论 。当时因编写工作尚未真正开始 ，讨论 比较空泛 ，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后因政治运动而中 

止。“文革”结束后，项 目再次上马，但由原来 30万字的高校经济系本科教材，改为多卷本专著，并决 

定先写第一卷(1840—1894)。由于项 目定位、写书计划改变，“红线”的重要性相应降低。在课题组 

或研究组会议上，虽曾谈及“红线”问题，并以糖葫芦串和马铃薯作比喻，形容有无“红线”的区别。但 

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 ，亦未提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命题 ，大家似乎 已将其淡忘。 

和别人不同，汪公对中心线索的探索却始终没有中断，他说“自己在这个问题面前并没有停下 

来，30年间，有过反反复复的思考”。①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二卷”(1895--1927)上马，汪公担任主 

编，又参加了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心线索问题的讨论，因而加大了探索的力度和深度，并通过 

《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笔谈，听取意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日臻成熟、深化。进入 2O世纪 90年代，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得到学界广泛认同，成为主流观点。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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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到的是，汪公对中心线索的探索，是在严老已经舍弃原创命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更 

加凸显汪公探求学术真理的那种执着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中国近代经济史》定位和编写计划改变，严老对“中心红线”问题 

开始淡化。1984年他给研究生授课时，曾谈到该书的编纂，说：“合作写书，并不一定要写成体系那么 

完整，组织那么严密的书，也可成为高水平的专门著作。这种著作，每本处理一个时代或一个主题范 

围的重大问题，各由专家执笔，各抒己见，不必要求各家的观点具有严格的逻辑一致性，也不必处理 

过细的问题 。这种办法，在外国很流行 。对于我们新兴学科 ，基础薄弱 ，队伍还不很成熟 的情况而 

言，更加合适”。中心线索问题似乎已不在考虑之列。同时，严老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核心问题的思 

路也在改变。他在研究组会议上或给研究生授课时，曾多次谈到中国近代经济的本质特征和研究中 

应注意的问题，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矛盾”，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就是帝国 

主义侵略和暴力掠夺史 ；帝 国主义完全“主宰 中国政治 、经济形势的主要动向和主要进程”，使近代中 

国的发展状况极不平衡 、极为复杂 ，直到解放前夕 ，“人们可以看到处在不 同发展阶段的原始公社制 、 

奴隶制 、领主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并存 ”，地 区间的差异远大于历史时代 ，并 以苏 

北、中原地区的“初夜权”为例，说明近代中国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和落后程度，强调必须从政治和经 

济两方面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单纯用经济规律去分析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否则容易忽视帝 

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暴力掠夺性”。① 可以看出，严老已将“帝国主义侵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核心问题。他为“一卷”撰写的“前言”，主要内容也是“帝国主义 

侵略”。② 不过在文字表述上，严老尚未明确将“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全书的“中心红线”。而且“前 

言”篇幅较小 ，与正文不太相称 ，严老形容其为彪形大汉头上戴顶小瓜皮帽，不太满意。 

严老晚年健康状况欠佳，但仍然十分关注学术界关于中心线索的讨论。当他发现汪公所坚持的 

“中心红线”，是自己已经摒弃的命题，感觉不妥。1990年 6月 7日，严老大病初愈，立即给汪公写信， 

提出不同意见，说自己上世纪 60年代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命题时，对“中心红线”的性 

质、作用等问题，“并未深究，只不过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而已”；就是后来编写“一卷”，“也未曾自觉 

地贯彻什么中心红线，只不过从实际出发，根据材料所体现的问题，叙述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而已”。 

认为探索“中心红线”，还须借助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中心红线”应该具有“主要矛盾”的性质，“它 

起着领导和决定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的作用”。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 

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捉住”这个最主要红线，“一切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至于民族资本主义，它虽有某些发展，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不能对其 

它矛盾发挥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不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明确指出，“撇开半殖民地半封 

建这两个主要矛盾，另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近百年历史的中心红线，把视线引向纯 

经济现象上去 ，忽视政治军事暴力的强制作用 ，就经济论经济”，这种做法“不足取 ”。③ 

严老是学科带头人、经济史学泰斗，是汪公崇敬的兄长，两人情谊深厚，汪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和不发展”命题的认识，亦缘自严老的启发。不过汪公经过长期探索和反复论证，对这一命题的科学 

性和可行性已坚信不疑，并没有因为严老研究思路的调整而放弃相关研究。他在回信中写道 ，严老改变 

原来的观点，“是认识深化过程中常有的现象，是完全合乎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当然，在认识深化的过程 

中，也有更加坚持原来的观点的。因此，我并不因为您放弃了原来的看法而改变我自己的观点”。同时， 

汪公对严老原来十分强调中心线索，而现在又不太重视的思路转变，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集体写书“要 

① 参见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② “前言”分两节：即“海盗掳掠和所谓‘闭关自守”’、“所谓贸易自由和两次鸦片战争”。 

③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通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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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大体一致认同的中心线索，有一个大体合乎逻辑的全书构架”。“写一部历史著作，完全不要中 

心线索 ，几乎是不可能的”。汪公还就严老对 自己文章的误解和相关疑虑进行了解释 ，说明“以资本主 

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并非就是只限于写资本主义，更不是各行各业、各个 

经济部门都得谈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而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也“决不只 

限于写资本主义，⋯⋯不但不限于资本主义，而且也不限于经济，不能单纯经济观点。只有把视野尽量扩 

大，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才能更好地突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这一中心线索”。④ 

严老信中的意见和看法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他的疑虑也不无根据。不过正如汪公所说，严老有 

些意见是缘于引文错位或误解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可能是严老没有看到汪公新发表的论文 

《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② 因为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汪公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社 

会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矛盾，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资 

本主义的国家”，主宰近代中国命运的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而不是“帝 国主 

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在近代中国社会，“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两个主要矛盾”是“帝 

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 民大众 的矛盾 ”，而“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矛盾的主要方 

面”。汪公特别强调，分析中国近代的性质，“局限于经济是不够的，必须把视野扩大到政治领域”。 

这同严老的思路和观点，十分吻合。至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评估，两人连论证方法、依据也完全一 

致，都不约而同地引证马克思分析英国侵略印度的结论：英国侵略不会给印度人民带来自由，或根本 

改善其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 

有”。并且，汪公进一步补充：“中国人民，正如马克思所指的印度人民～样，是不能指望从西方资产 

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那只是一枚苦果”，借以强化马克思的结论。③ 

假如严老看 了这篇文章，他信 中的疑虑或许可以大部甚至全部消除。 

事实上，汪公对严老的一些基本观点，不仅十分熟悉，也完全认同，尤其是关于近代中国的本质 

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 ，以及 中国近代经济史 的研究要领等重大问题 ，两人并无分歧。汪公坚 

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 ，并非忽略或回避近代 中国社会 的 

“主要矛盾”，而是基于历史发展走向和人民意愿，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前进 

的历史走向。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人民寻求国家富强之路的强烈愿望”。④ 它同严老的 

“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心红线”命题，并不抵触，反而紧密关联。中国明清时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正 

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原来的历史走向。严老说，“正因为有了外国的侵略和征服，才有了中 

国人民的反帝斗争”。⑤ 而许多斗争形式，如抵制日货、抵制洋货、保矿运动、收回电报线路、收回川江 

航权 、厂家 自办出口、实业救国、收 回租界 、收 回邮政海关管理权、关税 自主 ，等等 ，就是捍卫国家主 

权，发展资本主义或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而这些斗争最终失败或收效甚微，则是资本主义“不 

发展”的重要表现和原 因。显然 ，“侵略反侵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 ”的应有之义。同时 ， 

汪公在论证、阐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命题时，强调“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 

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近代中国是以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而告终。结束近代中 

国的历史 ，是社会 主义中国的出现”。⑥ 联系到汪公有关 “主要矛盾 ”和分析 中国近代性质不能局限 

①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通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 4期。 

② 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 2期。 

③ 参见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 ·第六讲关于研究方法》；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 

研究》1990年第2期。 

④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导言”，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页。 

⑤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通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 4期。 

⑥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 2期；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导言”，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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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济 、“必须把视野扩大到政治领域”的论述 ，可 以断定，以“资本 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 

索，决不会出现撇开两个主要矛盾、忽视政治军事暴力的强制作用、就经济论经济的重大偏差。 

所谓中心线索 ，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它既是宏观历史研究的需要 ，又必须在宏观研究实践的应用 

中验证、完善。三十余年间汪公对中心线索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边探索、边应用验证，两者紧密结合， 

相互交融 、促进。汪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命题的论证、阐释，如结构 、内涵 、功能 ，“不发 

展”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主线”与“主体”间的逻辑联系，等等，并非 

空乏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而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是历史事实的抽象和长期研究实践的结晶。 

汪公的最大心愿还是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编纂完成一套高水平的 

《中国近代经济史》大型专著。按照严老“合作写书”办法编撰的“一卷”，已被证明是高水平的，它对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按照这一办法编撰的后续各卷，也分别可以 

成为高水平的专著。然而，作为“接力式”分卷主编、撰写的“通史型”《中国近代经济史》，若无明确、 

统一的中心线索 ，欠缺严谨 、协调的体例 、架构，则难以将各卷联结成一个紧密的有机整体 ，无疑使全 

书质量和学术价值受到制约。正因为如此，汪公接替严老，担任“二卷”主编，并没有简单地“萧规曹 

随”，而是在指导思想、体例风格、框架结构上与“一卷”衔接的同时，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 

展”作为“二卷”的中心线索，而且直接将它作为“导言”标题，凭借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又有联系 

前后左右之力”的功能，统率、贯串全书，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提供一个更高的观察点， 

令其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功效。这样不仅丰富了经济史的内容，而且使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 

高度，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原貌。“三卷”(1927--1937)启动后，汪公因年事已高，退居二 

线，不再担任主编，但一直关注和指导该卷的编写。“三卷”承续“二卷”，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但在处理方法上，为了避免与“二卷”雷同，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 

展”作为“导言”的副标题。汪公审读时发现了这一点，建议立即“扶正”，并指出，雷同不要紧，重要 

的是同“二卷”保持一致。正因为如此，现在编纂的“四卷”(1937--1949)，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 

“收官之作”，也采用“二卷”同一体例、格式，以实现汪公的遗愿。这样，二、三卷以及编纂中的“四 

卷”，既同“一卷”衔接 ，并充分发挥 “一卷 ”的优势 ，本身又通过统一 的中心线索和体例 ，联结成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保证和提高了这套“接力式”分卷主编的“通史型”《中国近代经济史》专著的整 

体质量与学术价值，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纪念汪敬虞 

丁长清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0071) 

纪念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先生。他的等身论著丰富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宝库。他主编的“金字 

塔式著作”《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他的优良学风、奋 

斗不息的精神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是我学习的榜样。 

史论结合是汪先生一贯坚持的原则 。他把史料看作是经济史论著的基石 ，毕生致力于史料的收 

集和整理。众所周知，他的研究生涯是从收集近代工业史料、协助巫宝三从事中国国民所得研究开 

始的。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为史学界提供了大量有价值史料。但是，人们较少知 

道，他晚年仍然十分重视史料工作。2003年我校聘请他给我指导的几名博士生毕业博士学位论文写 

同行专家评语，我有机会与他交换对经济史学界一些问题的看法。我说，我校博士生在校期间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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